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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海洋：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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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入宋以后，随着江南社会的飞跃和统治政策的调整，形
成了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从地域空间结构来看，主导性口岸、
辅助性口岸、补充性口岸和前沿腹地、核心腹地、附属腹地相结合，
构成了完整的开放体系。从纵横维度来看，开放活动主要集中于经
济和文化领域，开放对象并不局限于与宋政府有政治关系的东亚高
丽等国，而是扩大到东南亚、南亚、西亚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从活动
模式来看，民间力量扮演了主导角色。一方面，以海商为代表的民
间群体不仅是中外经济交流的主力军，在推动文化开放和政治交往
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海外来华人员的大幅增加，使
中外互动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既
是江南社会日益突破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高度统一的农耕文明体

系的反映，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从中原主导的内陆型社会转向由江南引领的海陆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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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两宋时期的中外关系，学术界的讨论大多
集中于此期空前活跃的海外贸易和相关体制的演

变；①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海外贸易发展对中外关
系和沿海地区社会的影响，但主要局限于经济角度
的分析。② 其实，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与其说是
推动中外关系变革的动因，不如说是此期中外关系
调整的表现之一。从整个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来
看，宋代之所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期，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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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学术界有关宋代海外贸易的讨论，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有陈高
华、吴泰《宋元海外贸易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黄纯艳
《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日］桑原
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日］藤田丰
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等。

如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载《湖北大
学学报》，２００３（３）〕、熊燕军《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
分增长的程度估测及其历史命运》〔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７（１）〕等，都是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之作。



在于中外交流的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由陆路全
面走向海洋；另一方面则是具有开放求实取向的海
洋意识的显著增强，冲破了传统“夷夏观”和自大心
态的束缚，进而促成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这当中，江南地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走
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此
期对外开放的基本形态和时代特征。

一、对外开放的社会背景：
历史传统与现实环境

　　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既是海外交往的历
史传统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与时代环境的重大变
化密切相关。
早在汉代，江南地区的会稽郡就已与生活于海

上的东鳀人发生联系。《汉书·地理志下》载：“会
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
《后汉书·东夷传》也提到，东鳀人“时至会稽市”。
六朝以降，伴随着大规模的地域开发和社会发展，
江南的对外交往日趋活跃。两晋时期，位于会稽郡
东部的鄮县已成为重要的海上贸易口岸，“泛船长
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广、交，海物惟错，
不可称名”。① 至隋唐五代，杭州、明州等港口城市
的相继崛起，使江南在中外关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
的作用和影响。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指出：“逐渐增
加的对海上贸易的大量需求，在９世纪至１０世纪
左右迸发了出来。从阿拉伯、印度方面一只又一只
大船开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地，购得货物后
又西行回国，中国方面的巨船也驶向南海大洋。”②

据有关学者考证，从唐开成四年（８３９年）到后周显
德六年（９５９年），中日之间的商船和人员往来见于
史载的有５２次，除１７次始发港和到达港情况不详
外，其他３５次中有１８次是由明州进出的；③在后梁
开平三年（９０９年）至后周显德六年（９５９年）的半个
世纪中，渡海前往日本的吴越国民间商团，见于史
载的就有２６次。④ 除了贸易活动，还有文化和政治
领域的交流。如台州天台山国清寺是中国佛教最
早宗派天台宗的活动中心，由是吸引了众多日本和
新罗僧人陆续前来学习，对两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唐末五代，地处江南的吴越政权与朝
鲜半岛的新罗、高丽、百济诸国一直保持良好的政
治关系。后唐同光三年（９２５年），吴越主钱镠“遣
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其君长”⑤。天成

二年（９２７年），高丽与百济发生战争，吴越又应邀
派使者进行调解，最终化解了两国的冲突。
不过，相对于有形的对外交往活动，更值得关

注的是江南独特的地域文明所孕育的对外意识。
与中原社会强烈的华夏正统观和上下有别的等级

意识不同，江南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属于
“蛮夷”生活的“化外”之地，形成了讲求实用的价值
取向和灵活应变的文化性格。反映在对外关系上，
所注重的不是四方拜伏的尊荣，而是实际利益的获
取；不是居高临下的恩赐和宽容，而是平等、平常的
互相交往。正是这种文化意识上的差异，导致了江
南和中原在对外关系上的不同形态和特点。入宋
以后，江南社会实现全面飞跃，进而确立起在全国
的领先地位，原本由中原主导的对外关系也必然随
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有关宋代江南社会的飞跃，学术界已有诸多讨

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江南区域经济的全面
高涨，尤其是商品生产与流通的空前活跃，不仅为对
外开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而
且直接引发对外经贸关系的变动，推动外贸活动主
体由官方向民间转移。第二，城市形态的转变和区
域城镇体系的形成，在带来江南经济和社会一系列
变革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外开放的“助推
器”和活动载体。随着各级城市日益突破原有政治
和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由封闭、保守的统治中心
转变为开放的社会综合中心，对外开放的地域空间
也由沿海少数孤立口岸向内地扩展。同时，市镇在
农村地区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农耕社会的封
闭性和小农经济的自给性，使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
对外开放之中。宋宁宗嘉定十三年（１２２０年），有臣
僚上言：“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
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客
之利，北兼顾泾、双滨、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
泾、沙头、掘浦、萧泾、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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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云：《陆士龙文集》卷１０《答车茂安书》，见《四部丛刊》本。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第１５４页，李锡经等译，北京，文物
出版社，１９８４。
［日］木宫彦泰：《日中文化交流史》，第２２４页，胡锡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吴振华主编：《杭州古港史》，第７０－７１页，北京，人民交通出版
社，１９８９。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７８《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３。



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①这里提到的黄姚等十多处
市镇分布于太湖流域东部，它们不仅彼此之间形成
地域性市场网络，而且与海外贸易发生密切联系。
第三，江南社会强烈的求实意识，使之不受中原文明
主导下形成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将对外关系从“夷夏
有别”的既有模式中解脱出来，走上真正意义上的对
外开放道路。南宋前期兴起于浙东地区的事功思潮
之所以引起朱熹等主流理学家的激烈反弹和深深忧

虑，就在于事功学者求实致用的思想倾向和“不蹈规
矩”的开放意识，颠覆了“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和
“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将江南文化中潜在的“异
端”趋向上升为一种公开的思想理论。②

当然，两宋时期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对外开
放格局的形成，也与赵宋政府统治政策的调整有
关。一方面，与汉唐相比，宋朝的社会控制较为宽
松，人们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其中也包括正常
的对外交往活动，这显然有利于对外开放广度和
深度的拓展。另一方面，宋朝的对外政策有两个
特点：一是“守内虚外”，其关注重点始终放在处理
与北方辽、夏、金政权的关系和内部所面临的统治
危机，对于海外政治交往采取消极被动乃至不作
为的态度。综观有宋一代，除了高丽和交趾，宋政
府很少向其他海外国家派遣正式使者。这种外交
政策固然无法带来汉唐两代那种崇高的国际威

望，却为民间的对外交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使
得中外关系更多地呈现出平等、平常的状况。二
是“重利轻义”，不再追求四夷宾服、万国宗主的虚
荣，而是注重对外交往的实际利益。与薄来厚往
的贡赐贸易不同，民间海外贸易既有助于沿海经
济的发展，又能为政府带来可观的市舶收入，故宋
政府在收缩对外政治交往的同时，又放开国门，大
力鼓励和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绍兴七年（１１３７
年），宋高宗对臣下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
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③这正反映
了宋政府在中外关系上的实用主义倾向。

二、对外开放的地域结构：
口岸体系和腹地层次

　　口岸和腹地是构成对外开放地域形态的基本
要素，也是衡量一个时期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标
准。宋代江南地区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
入，首先便表现为沿海口岸体系的形成和腹地空

间的日益扩大。
历史上，江南地区的对外交流口岸在宋代以

前就已存在，但数量很少，彼此孤立，而且受到政
府的严格控制。入宋以后，江南沿海的对外口岸
大幅增加，除了杭州（临安）、明州（庆元）等著名港
口城市，又有温州、台州、镇江（润州）、江阴、华亭、
青龙、澉浦、章安、上海、江下、黄姚、顾泾、双滨、王
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萧迳、新
塘、薛港、陶港、江湾等一批中小口岸，由此构成了
地域性的口岸体系。这众多口岸有的是政府指定
的，更多的属于民间自发形成的。它们规模不一，
特色各异，在对外开放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其
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主导性口岸，以杭州、明州为代表。杭州

在唐五代时就已是东南沿海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

一，“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
宝货”④。宋初在该城设置两浙市舶司，负责管理
江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和交往活动。“商旅出海外蕃
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
者没入其宝货。”⑤宋神宗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进一
步规定：“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南海商舶船者，以
违制论。”⑥明州自宋真宗咸平二年（９９９年）单独设
置市舶司后，很快发展成为与日本和朝鲜半岛高丽
等国往来的主要口岸。到元丰八年（１０８０年），宋
廷明确规定：“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
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⑦南
宋中期，江南地区的不少市舶机构陆续被撤销，但
庆元（由明州改称）市舶司一直保留，其口岸职能也
获得进一步加强，“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
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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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辅助性口岸，包括温州、江阴、镇江、台州
等。温州是江南沿海仅次于杭州和明州的港口城
市，南宋初一度成为官方指定的开放口岸，设有专
门的市舶机构。宋宁宗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年）后，温
州市舶机构被裁撤，但民间对外贸易和人员往来仍
在继续。当地著名诗人徐照有诗云：“两寺今为一，
僧多外国人”；“夜来游岳梦，重见日东人”。① 说明
当时的温州生活着不少海外人员。位于长江口南
岸的江阴与温州相似，其境内有黄田港可通海舶，
吸引了不少蕃商。王安石曾赋诗描述说：“黄田港
口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②宋高宗绍兴十五年
（１１４５年），江阴正式成为对外贸易口岸，“依温州例
置市舶务，以见任官一员兼管”③。其舶货交易集
中于军城澄江门外的江下市，“商船倭舶岁尝辐辏，
故市大于城闉”④。镇江和台州则始终是民间对外
交流口岸。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年）三月，有臣僚上言，
称“自来闽、广客船并海南蕃船转海至镇江府，买卖
至多”⑤。宋宁宗时，台州知州包恢在谈到当地铜
钱大量外流情况时说，“倭船自离其国渡海而来，或
未到庆元之前，预先过温、台之境，摆泊海崖，富豪
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及倭船离四明之后，又或未
即归其国博易，尚有余货，又复回旋于温、台之境，
低价贱卖，交易如故”。⑥

三是补充性口岸，多为兴起于沿海地带的市
镇。如海盐县澉浦镇邻近杭州，又有优越的港湾
条件，宋室南渡后成为都城临安的外港，其居民
“不事田产”，“惟招接海南诸货物，贩运浙西诸
邦”。⑦ 太湖流域东部的华亭县青龙镇“南通漕
渠，下达松江，舟艎去来，实为要冲”⑧，由是“蕃商
舶船辐凑住泊”⑨。政和三年（１１１３年），宋政府在
该镇设置市舶机构进行管理。南宋初，还一度将
两浙市舶司移住华亭县城，华亭市舶务移至青龙，
委“监税官招邀舶船到岸，即依市舶法就本镇抽
解”。⑩江湾原本是商船溯江而上赴青龙镇的中转
地，“商贾舟船多是稍入吴松江，取江湾浦入秀州
青龙镇”瑏瑡。南宋中期，由于吴松江上游水道淤塞
日趋严重，江湾逐渐取代了青龙镇的地位。位于
吴松江下游的上海镇是南宋中后期华亭县境内兴

起的又一个口岸，《正德松江府志·沿革》载：“上
海县在府东九十里，本华亭县地，旧曰华亭海。后
以人烟浩穰，商舶辐辏，遂成大市。宋即其地立提
举市舶司及榷货场，曰上海镇。”

从表面上看，江南的对外开放就地域空间而言
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带，这一地带不仅分布着众多口
岸，而且开放活动由城镇向乡村扩展。《嘉泰会稽
志》中提到，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浙东会稽县要在
城外开元寺前举办大型灯会，都会吸引大批商人前
来贸易，其中就有不少海外舶商。“傍十数郡及海
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
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瑏瑢不过，沿海州县只是开
放的前沿区域，广大的江南内陆地区才是支撑对外
开放的核心腹地。一方面，各口岸的开放活动———

无论是规模庞大的货物贸易，还是异常活动的人员
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依托沿海地区的同时，更主
要的是以内陆地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为基础的。

南宋人周密说，日本居民“所衣皆布”，“得中国绫绢
则珍之”。瑏瑣 其中，最为日本人珍爱的“吴郡之绫”，

即为太湖流域北部平江府一带所产的丝织品。江
南是宋代书籍刻印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位于内陆
盆地的婺州等地都是重要的刻印中心，所刻印的书
籍大量输往海外。瑏瑤 宋人张端义提到，朝鲜半岛的
高丽国收藏有大量汉籍，“其国异书甚富，自先秦以
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家几千集”。瑏瑥

至于各口岸输入的各种海外舶货，也以内地为主要
销售市场。前文提到澉浦镇居民将“南海诸货物”
“贩运浙西诸邦”，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另一方
面，宋政府也允许部分海外人员和蕃商在有关口岸
办理手续后，直接进入内地。《宋稗类钞·俪语》

载：“高丽自明州海道入贡，偶乘风自江路至豫章。”

这里所说的豫章是指江南西路首府洪州，虽非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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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衮：《嘉靖江阴县志》卷２《市镇》，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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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江阴县志》卷２《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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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棠：《澉水志》卷上《地理门》，见《宋元方志丛刊》本。

杨潜：《云间志》卷下，见《宋元方志丛刊》本。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７《寺院》，见《宋元方志丛刊》本。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倭人居处》，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

有关宋代江南书籍刻印和出版情况，参见陈国灿、陶立方：《略
论南宋两浙地区的出版业》，载《宁波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６（５）。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口岸，仍有一些高丽商人前往贸易。进一步来看，
随着江南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其活动空间超越了
自身的地域范围，逐渐向长江中上游扩展，进而形
成更为广阔的附属腹地。这种扩展是以水运大动
脉长江为纽带，通过东西部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文
化联系实现的。史称：“自蜀通吴，商机之往来，货
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几。”①在川蜀首府
成都出现了不少专门经营海外舶货的商人，时人范
镇《东斋记事》卷四提到的郑龙脑便是专营龙脑等
香药的成都大商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还具体
介绍了蜀人使用香药的办法，说明位于长江上游的
川蜀地区与海外的经贸联系在不断加强，其对外联
系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广南地区，另一个是经由江
南各口岸。

三、对外开放的纵横维度：
活动领域和交流范围

　　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就其活动内容而言，不
外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不过，汉唐时期
的对外交往是以政治关系为前提和基础的，中原
政权以“天下正统”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海外各
国的关系，将各种交流活动视为对夷邦蕃国的一
种“恩赐”。宋王朝“守内虚外”和讲求实利的对外
政策，改变了中外关系的传统格局。虽然政治领
域的对外交往大幅萎缩，但经济和文化交流不仅
没有受到严格限制，反而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态势。
反映在江南地区，一方面，对外开放主要集中于经
济和文化领域，其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了以往
任何一个时期；另一方面，开放对象并不局限于与
宋政府有政治关系的东亚高丽等国，而是扩大到
东南亚、南亚、西亚的众多国家和地区。
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是宋代对外经济交往日

趋密切的一个突出表现。有学者估计，整个东南沿
海地区，“北宋中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１６６６．６万
缗，北宋后期每年进出口总额为２３３３．４万缗，南宋
绍兴晚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３７７７．８万缗”②。贸
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固然与宋廷采取积极鼓励的政
策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经济领域变革和走向开放的
结果。从江南地区来看，城乡经济的高涨和商品化
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输往海外的商品越来越多，对
海外商品的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大，由此推动贸易领
域的全面拓展和贸易品种的大幅增加。在出口方

面，除了丝绸、瓷器等传统手工业产品，还包括金银
饰品、铜铁器具、钱币之类的金属制品，漆器、草席
之类的日用品，纸、墨、笔之类文化用品，玩具、伞、
扇之类的工艺品，粮食、盐、茶叶、酒之类的食用和
饮用品等。宋宁宗嘉定十年（１２１７年）三月，有臣
僚谈到江南沿海粮食走私情况时说：“沿海州县，如
华亭、海盐、青龙、顾泾与江阴、镇江、通、泰等处，奸
民豪户广收米斛，贩入诸蕃，每一海舟所容不下一
二千斛，或南或北，利获数倍。”③粮食输出是宋政府
一再严令禁止的，但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商贩们
仍私下大量贩运海外。在进口方面，由原来主要局
限于香料、珍珠、象牙等高档消费品，扩大到药材、
矿产、手工制品、加工食品等诸多普通物品。修撰
于南宋中期的《宝庆四明志》详细记录了当时经由
庆元港输入的细色（高档）和粗色（普通）货物品种，
其中来自高丽分别有６种和３４种，来自日本的分
别有７种和６种，来自占城等东南亚地区的分别有

１７种和６１种，来自其他海外地区的分别有４８种和

２２种。正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海
外市场发生联系，江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朝
外向型方向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沿海州县，对外
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决定着部
分城镇的兴衰。南宋前期，江阴由常州所属的一个
小县城发展为相当繁华的都市，就是基于活跃的海
外贸易。《民国江阴续志》卷二一引建炎二年（１１２８
年）《复江阴军牒》云：“本县为临江海，商旅般贩浩
大，所收税钱过迭常州之数。”南宋后期，一度被称
为“富商巨贾，豪宗右族之所”④的华亭县青龙镇，由
于江河淤塞，海舶渐稀，最终走向衰落。
与经济领域一样，江南地区文化领域的对外

开放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主要表现为：一是人
员往来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有宋一代，仅有名可
考的来华日本僧人就有１８１人，实际人数显然较
此要多得多。⑤ 江南作为宋代佛教最为发达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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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燕军：《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增长的程度估测
及其历史命运》，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１）。
《宋会要辑稿·食货》，３８之４３。

陈林：《隆平寺经藏记》，见徐硕：《至元嘉禾志》卷１９，收入《宋
元方志丛刊》本。

王勇、郭方平等：《南宋临安对外交流》，第１２６－１２７页，杭州
出版社，２００８。



域之一，自然是这些来华僧人的主要活动地。与
此同时，也有不少江南僧人赴外弘法。如南宋时
赴日的高僧中，就有寄寓庆元府天童山的兰溪道
隆（普觉禅师）、杭州径山寺石溪心月的法嗣大休
正念（佛源禅师）、天童寺石矾惟衍法嗣西涧士昙、
天童山景德禅寺首座无学祖元等人。二是交流领
域的拓展。除了宗教外，教育、哲学、文学、音乐、
舞蹈、书画、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也十分活跃。如日
僧心地觉心曾在杭州护国仁王禅寺学习吹奏尺

八，回国后大力普及，成为尺八这一中国传统乐器
在日本普及的祖师；另一位日僧弥三在庆元等地
求法时掌握了造缎技术，回国后在博多等地传播，
推动了日本纺织技术的发展。三是市场因素的介
入。宋代商贸风气盛行，波及到对外文化交流，最
典型的是书籍输出。特别是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影
响的高丽、日本、交趾等国，对宋朝文化有着特殊
的爱好。由于宋廷对官方书籍交流有较为严格的
限制，宋哲宗时还一度规定以“文字禁物与外国使
人交易，罪轻者徙二年”①，故高丽等国往往通过
商人收购中国书籍，且规模庞大。如宋商徐戬接
受高丽的大宗图书订单，“雕造经板二千九百余
片”，“受酬答银三千两”。② 江南地区的书籍刻印
业十分发达，且印书质量上乘，尤其是杭州，更是
全国闻名的刻印中心。时人叶梦得说：“天下印
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③因此，书籍成为重
要的出口商品。据朝鲜文献《高丽史》卷五记载，
高丽显宗十八年（宋仁宗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宋江南
商人李文忠等献书５９７卷。名为“献书”，实际是
以书易货的贸易行为。
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伴随着交流范围的日

益扩大。除了高丽、日本等东亚国家，江南与东南
亚、南亚、西亚乃至东非诸国的交往也越来越密
切。史称：“东若高丽、渤海，虽阻隔辽壤，而航海
远来，不惮跋涉。西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
昌、龟兹、拂林等国，虽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
馆人……交趾、占城、真腊、蒲耳、大理滨海诸蕃，
自刘鋹、陈洪进来归，接踵修贡”④；“海南诸国
……西至大食尚远，华人诣大食，至三佛齐修船，
转易货物，远贾辐凑，故号最盛”⑤。根据有关学
者的统计，宋代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
在今东亚和东南亚范围的有３７个，在今印度及孟
加拉湾沿岸的有２６个，在今红海周围及东非沿海

的有１５个。⑥ 这当中，有相当部分国家和地区与
江南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宝庆四明志》在谈
到庆元港进口货物的情况时，特意将“海南占城
等”和“其他化外地区”分别单列介绍，显示江南与
这些地区已形成较为稳定的贸易关系。与此同
时，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如阿拉伯
名医卜哈提亚尔携两位弟子来华，在临安等地为
百姓治病，三人归真后均葬于临安。庆元城里曾
建有清真寺和波斯馆，说明该城有不少阿拉伯人。

四、对外开放的活动模式：
民间主导和中外互动

　　如前所述，由于宋政府采取实用主义的对外
政策，不再一味追求万国宗主的地位，而是注重经
济和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实利，使对外关系的重心
由官方向民间转移。江南地区原本就有着深厚的
开放意识，随着政治控制的松弛和区域社会的繁
荣，以海商为代表的民间交往群体空前活跃，成为
对外开放的主导力量。
从历史上看，海商群体的兴起并非始于宋代。

早在唐代中后期，随着原为国家控制的海外贸易逐
渐转入私人手中，海商势力获得很大发展，开始成为
中外交往的重要承担者。据不完全统计，从唐武宗
会昌二年（８４２年）到唐昭宗天复三年（９０３年），海商
赴日本贸易的次数仅见于史载的就有３６次，而整个
唐代中日双方政府遣使往来也不过２３次。⑦ 入宋以
后，由于政府的积极鼓励，加上海外贸易利润丰厚，
“每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
番货千贯之物”⑧，出海逐利更是蔚然成风。在江南
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纷纷加入海外贸易的行列。
其中，有的是豪商富室，如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
贾，往来数十年，未尝失时”；建康巨商杨二郎，“数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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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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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赀千万”；临安人王彦太，“家
甚富，有华室，颐指如意。忽议航南海，营舶货”。①

有的是官僚贵族，如南宋大将张俊遣手下老卒出海
贸易，“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
倍”②；宋理宗时，庆元府鄞县人郑清之为相，其子“盗
用朝廷钱帛以易货外国”③。有的是沿海农户和渔
民，如台州仙居人郑四客原是个佃户，“后稍有储羡，
或出外贩贸纱帛、海货”④。还有不少僧道人员，如杭
州僧人净源，“归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⑤；温州瑞
安道人王居常，“泛海往山东”⑥。可以说，海商成员
几乎涵括了江南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彼此协作，成
群结队地开展贸易活动。据朝鲜文献《高丽史》记
载，从高丽显宗三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年）
到高丽忠烈王四年（宋帝赵昺祥兴元年，１２７８年），先
后赴高丽贸易的宋商有１３０批次，其中确知人数的

８７批次，合计达４９５５人。⑦ 这当中，有相当部分宋商
便来自江南。如高丽显宗九年（宋真宗天禧二年，

１０１８年）四月，有江南人王肃子等２４人；高丽显宗二
十二年（宋仁宗天圣九年，１０３１年）六月，有台州人陈
惟志等６４人；高丽靖宗四年（宋仁宗宝元元年，１０３８
年）八月，有明州人陈亮、台州人陈维绩等１４７人；高
丽文宗三年（宋仁宗皇祐元年，１０４９）八月，有台州人
徐赞等７１人。另据有关学者考证，北宋时期，赴日
本的宋商船队可以判明的有７０多次。⑧ 他们大多从
两浙沿海港口出发，抵达日本的肥前、博多、越前等
地。
不断壮大的海商群体不仅是中外经济交流的

主力军，在推动文化开放和政治交往方面也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如宋商郑仁德、孙忠先后将《大藏
经》、《法华经》等佛学经书带到日本，前文提到的海
商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
费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⑨。宋
宁宗时，日僧道元搭宋朝商船来华学习制瓷技术，
回国后炼制了著名的“濑户烧”。由于宋政府很少
向海外派遣使者，海商便承担起沟通中外政治交往
的部分职能。如宋神宗时欲与高丽联系，“福建、两
浙有旧贩高丽海商知朝廷遣使，争谋以轻舟驰
报”瑏瑠；南宋时，浙东庆元府与高丽往来的官方牒文，
“皆贾舶通之”瑏瑡。诚如当时日本一位日本大臣所
说：“商客至通书，谁谓宋远？”瑏瑢海商的兴盛还引发
了华人侨居外国的热潮。特别是在东亚的日本、高
丽和东南亚各国，开始出现有一定规模的华侨群

体。如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大多是“因贾舶至
者”；瑏瑣日本博多的“宋人百堂”是１１世纪末逐渐形
成的华侨居留区，汇聚了不少来自江南等地的商人
和手工艺人。南宋时，临安人谢国明长期从事宋朝
与日本、高丽之间的贸易活动，后来便定居博多，并
加入日本籍，成为当地商界的领袖人物。在他的资
助下，日本临济宗僧人圆尔辨圆入宋求法，回国后
创立承天寺。至今该寺仍藏有谢国明像，当地民众
每年都要定期举办纪念活动。
在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活动中，还有一种民间

力量颇值得关注，那就是人数众多的海外人员。宋
政府在开放本国民众对外交往的同时，对外商和蕃
人来华也采取欢迎和优待的政策，如允许他们自由
往来和侨居，“听其往还，许其居止”瑏瑤；保护他们的
合法权益，规定“有亏蕃商者，皆重审其罪”瑏瑥；外商
来华和离境时，由官府拨专款迎接和送别，“每年发
舶月分，支破官钱，管设津遣”瑏瑦。在这种政策鼓励
下，来华的海外人员大幅增加。他们或经商，或留
学，或传教，或游历，有的短暂停留，有的长期定居，
不再回国。南宋学者周密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
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瑏瑧这里所说的
“回回”，是指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回回人。临安清波
门外的聚景园原本是皇家苑囿，规模宏大，“孝宗皇
帝致养北宫，拓圃西湖之东，又斥浮图之庐九以附
益之”。瑏瑨 到南宋末年，该园“岁久芜圮”，成为回回
人的公共墓地，可见当时侨居临安的阿拉伯人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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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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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规模。这些海外人员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
同时，也带来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对江南社会产
生了不小的影响。如波斯摩尼教传入江南后，吸引
了众多信徒，进而成为民间反抗官府的组织工具。
史载北宋末年，“温、台村民多学妖法，号吃菜事魔，
蛊惑众听，劫持州县”①。所谓“吃菜事魔”，即指摩
尼教。虽然宋廷一再下诏严禁该教传播，但收效甚
微。南宋初，起居舍人王居正上言：“伏见两浙州
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法禁甚严，而事魔之俗
愈不可胜禁。”②

毫无疑问，宋代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已不再停
留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外交流，而是涉及区域社会发
展道路的相应调整，即由封闭性的农耕社会转向开
放性的商品社会。尽管这种转变在有宋一代远没
有完成，但它标志着江南地区逐渐突破以中原地区
为核心的高度统一的农耕文明体系，开始了由“中
国之江南”到“世界之江南”的历史进程。从更广阔
的历史视野来看，入宋以后江南社会的繁荣，所带
来的不仅仅是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地域格局的重大
变化，更重要的是，随着文明重心南移过程的基本
完成，开放的海洋意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中国社会也开始从中原主导的内陆型社会转向由

江南引领的海陆型社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在１１世纪后半叶完成其南移
过程，此点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
战国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

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区域由于向东南方向移
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
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

种历史机遇。”③“海外贸易的繁荣渐渐改变了中国
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原先偏远无名的东部和南部
沿海地区渐渐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

区”，“这样，中国人的内陆民族性格就渐渐获得某
些海洋民族的特征”。④

（责任编辑：常山客）

①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１１１。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四年五月癸丑。

③　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５卷，第８３８－８３９页，长沙，湖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④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第１５３－１５４页，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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